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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多种视角看待同一件事物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研究基于情绪调节过程模型，探究高中生认知重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及抑郁和焦虑情绪在其中

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认知重评可以直接正向影响个体的积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可以以抑郁为中

介，间接影响个体的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生活满意度及主观幸福感，还可以以焦虑为中介，间接影响

个体的积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研究结果揭示了认知重评对于提升个体幸福感路径以及抑郁和焦虑在其

中所起的中介作用，为提升高中生主观幸福感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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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s an eternal topic for human beings.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s a bl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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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isguise.” is it not a kind of happiness to look at the same thing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 model,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it. The study found that cognitive reappraisal can direc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 individuals’ positive emotion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directly affect indi-
viduals’ positive emotions, negative emotions, life satisfa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depression, and indirectly affect individuals’ positive emotion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anxiet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cognitive reappraisal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improving the path 
of individual well-being and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provide a new idea for improving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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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追求幸福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幸福感对于个体和社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Thoits & Hewitt, 2001)，
尤其是对于正处于青春期的高中生群体而言，幸福感不仅影响其学业自我效能感(Pinquart et al., 2004)，
也与个体身体健康密切相关(Lucas & Diener, 2009)，由此可见，针对高中生幸福感的研究尤为重要。影响

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情绪调节策作为个体日常生活最常用的心理加工程序(Gross & John, 
2002)，对个体主观幸福感及其子维度关系密切。最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有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Gross 
& John, 2003)。前人研究发现认知重评的调节效果优于表达抑制(程利等，2009)，因此本研究将针对认知

重评展开。已有研究发现认知重评与积极情绪有关(John & Gross, 2004)，并且能有效减少个体抑郁、焦虑

水平(冯焱森等，2018)。综上，本研究将基于情绪调节过程模型，探究高中生情绪调节策略对个体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以及抑郁和焦虑所起的中介作用。 

1.1. 认知重评影响主观幸福感 

根据 Gross 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 (Gross & John, 2003) ，认知重评是一种先行关注策略

(antecedent-focused strategies)，发生在情绪产生的早期，主要通过改变对情绪事件的理解，改变对情绪事

件个人意义的认识来降低情绪反应。而主观幸福感(SWB)指的是个体对自身生活事件的情绪反应、满意

度和成就感的认知判断(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它由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

维度构成(Diener et al., 2017)。，前人研究发现认知重评策略与个体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John & Gross, 
2004)。如：Ochsner (2004)的研究表明，认知重评对减少消极情绪有重要作用(Ochsner, 2004)。认知重评

时，前额叶皮层的激活或杏仁核的反应减少(Goldin et al., 2008)，导致了厌恶情绪的下降(Ochsner et al., 
2002)，减少了个体消极情绪。行为上，习惯认知重评的个体，也被证明有更少如吸烟酗酒斗殴潜在危险

行为(Magar et al., 2008)，不良行为的减少提高了积极情绪产生的可能性，成瘾、痛苦的感受也更少，个

体的主观幸福感也更高。对于高中生而言，生活事件不仅直接作用于心理健康以及幸福感的评估(胡军生，

程淑珍，2008)，因此高中生群体对于在生活事件中所采取的情绪调节策略，如认知重评，可能影响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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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幸福感。 

1.2. 认知重评影响抑郁和焦虑 

此外，认知重评可能是缓解个体焦虑和抑郁情绪的有效手段。抑郁、焦虑作为常见的一种消极情绪

体验，其核心特征之一为情绪失调(赵参参等，2017)。此外，抑郁和焦虑的另一特征是一种消极的认知偏

向，而认知通常也被视作为情绪调节的主要途径(Joormann & D’Avanzato, 2014)。因此，认知重评作为一

种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可能会影响个体的焦虑和抑郁水平。这得到了前人研究的证实。李红娟等(2019)
等人表明，抑郁情绪与个体的情绪调节密切相关。此外，还有研究表明，认知重评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水

平密切相关，认知重评可以避免其长期的负面情绪、增强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刘文等，2020)。Visted
等人(2018)也发现，认知重评使用倾向与抑郁呈显著相关(Visted et al., 2018)。因此，在高中生这种抑郁、

焦虑、疑心、人际冲突等心理不健康状态的多发阶段(黄永新等，2010)，认知重评可能能够有效降低高中

生的抑郁和焦虑水平。 

1.3. 抑郁和焦虑影响主观幸福感 

此外，抑郁和焦虑通常被视为一种消极情绪，从多方面影响着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在内在情绪体验

上，抑郁和焦虑通常伴随着不安、担心、压力、痛苦等消极情绪体验，降低了个体主观幸福感。此外，

在个体自身行为上，抑郁和焦虑等与药物滥用、酒精成瘾等对自身伤害性极大的行为有关(Joyce & Paykel, 
1989; Boden & Fergusson, 2011)，并且也有可能直接导致自我伤害行为(Crowell et al., 2012)，伤害了个体

的身体健康，降低了主观幸福感。在对外行为上，抑郁和焦虑可能使得个体外部环境疏离，得到较少的

社会支持，人际关系较差(Huh et al., 2014)，使得个体对人际关系的满意度下降，幸福感也随之降低。此

外，在我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群体依附，独处往往被视为与集体利

益不符，因此，抑郁、焦虑情绪可能会对处于集体生活的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消极影响。 

1.4. 认知重评以抑郁和焦虑为中介影响主观幸福感 

在情绪调节的过程中，对于高中生群体而言，随着学习压力加大以及课外活动时间减少，心理健康

水平呈下降趋势(姜莹等，2008)，正遭受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及生理成熟的压力, 易受到焦虑、抑郁、

紧张情绪困忧(郑国庆等，2007)，而在中国大陆的研究发现，抑郁和焦虑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

系(Malone & Wachholtz,, 2008; Farhadi, 2018)。基于此提出假设 H：认知重评可以以抑郁和焦虑为中介间

接影响幸福感。 
本研究从情绪调节的视角探讨认知重评策略对高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抑郁和焦虑在其中的

中介作用。本研究为不仅拓展了认知重评相关的情绪调节理论，也为如何提高我国高中生的生活满意度

与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了新思路。综上，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认知重评可以直接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 
H2：认知重评可以以抑郁为中介，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H3：认知重评可以以焦虑为中介，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2. 方法 

2.1. 对象 

在研究开始之前，进行了 G*POWER 效应量估算后，在 power = 0.80，d = 0.3，p < 0.05 的情况下，

计算出研究参与者共需 82 人。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于 2022 年 5 月 15 日从长沙市明德中学抽取 2 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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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生作为研究参与者，共发放问卷88份，回收有效问卷86份(16.74 ± 0.568岁，男 = 16.3%，女 = 83.7%)，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7.73%。 

2.2. 研究工具 

2.2.1. 情绪调节问卷 
采用 Gross 和 John (2003)编制的情绪调节问卷(ERQ,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中的认知重评

分量表，用于评估认知重评策略。该量表共包括 6 个认知重评项目(如：当我想让自己更快乐时，我改变

些观念就能实现)。认知重评项目得分越高，说明认知重评策略使用率越高。采用 5 点计分方式，1 = 完
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该量表在中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陈维等，2020)。本研究中，认知重评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符合Ziegel (1995)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量表测量Cronbach’s α系数应高于 0.55
临界值要求。 

2.2.2. 抑郁焦虑量表 
采用 Gong 等人(2010)根据 Lovibond 和 Lovibond (1995)的 DASS 量表进行中文修订后的抑郁焦虑量

表来评估个体的抑郁和焦虑水平。抑郁量表和焦虑量表各 7 个项目(例如，抑郁：“我感到忧郁沮丧”，

焦虑：“我感到口干舌燥”)，采用 4 点计分的方式，1 = 从不，4 = 总是。在本研究中, 抑郁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6，焦虑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3。符合 Ziegel (1995)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量表测量

Cronbach’s α系数应高于 0.55 临界值要求。 

2.2.3. 积极消极情绪量表 
采用 Watson 等人(1988)编制的积极和消极情绪量表(PANA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 affect scale)

用于评估主观幸福感的两个维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该量表共包括 10 个积极情绪项目(如“感恩的”

和“活跃的”)和 10 个消极情绪项目(如“害怕的”和“内疚的”)，积极情绪项目得分越高说明积极情绪

水平越高；消极情绪项目得分越高说明消极情绪水平越高。采用 5 点计分方式，1 = 没有或非常轻微，5 
= 非常强烈。该量表在中国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Xiang & Yuan, 2021)。在目前的研究中，积极情绪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9，消极情绪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符合 Ziegel (1995)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

中量表测量 Cronbach’s α系数应高于 0.55 临界值要求。 

2.2.4. 生活满意度量表 
采用 E. D. Diener 等人(1985)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用于评估生活

满意度。该量表共包括 5 个项目(例如，“我对我的生活很满意”)，每一个项目都采用 7 点计分方式，1 = 
完全不同意，7 = 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说明生活满意度水平越高。该量表在中国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Kong et al., 2015; Kong & You, 2013; Xiang et al., 2021)。在本研究中，生活满意度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

数为 0.80。符合 Ziegel (1995)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量表测量 Cronbach’s α系数应高于 0.55 临界值要求。 

2.3. 研究程序 

在实习期间，同抽样所得班级的班主任进行沟通，在获取班主任的同意后，在班会课时间进入相应

班级展开问卷收集工作。首先，向同学们介绍本次调研的目的以及研究所得数据仅用于科学研究，不涉

及评奖评优等。在获取参与者的知情同意后，统一发放问卷，共用时 10~15 分钟。 

2.4. 统计方法 

首先，将各变量标准化。其次，使用 SPSS 24.0 软件对未标准化的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 Person
相关分析。最后，使用 SPSS 24.0 宏程序 PROCESSv2.16.3 插件 model 4，采用 Bootstrap 方法(重复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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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次，置信区间为 95%)对标准化数据进行参数估计，以检验认知重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抑郁、焦

虑的中介作用(图 1)。 
 

 
Figure 1.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mediator 
model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图 1. 认知重评与主观幸福感：抑郁和焦虑的中介模型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使用 SPSS24.0 软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测量的所有题目进行主成分因素分析(周浩，

龙立荣，2004)。结果显示，未旋转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30.386%，旋转后的第一个因子解释变

异量 12.392%，均小于 40%。结果说明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表 1 显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结果显示：除焦虑与认知重评之间存在边缘显著(β 
= −0.190, p = 0.075)外，其余各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ach variable and Person correlation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 Person 相关 

 1 2 3 4 5 6 7 

1 抑郁 -       

2 焦虑 0.627*** -      

3 认知重评 −0.303** −0.190✝ -     

4 积极情绪 −0.559*** −0.533*** 0.369*** -    

5 消极情绪 0.818*** 0.612*** −0.264* −0.570*** -   

6 生活满意度 −0.450*** −0.375*** 0.249* 0.591*** −0.517*** -  

7 主观幸福感 −0.683*** −0.570*** 0.345** 0.831*** −0.779*** 0.894*** - 

M 11.215 13.430 19.200 16.314 10.884 18.372 23.802 

SD 2.679 2.789 4.117 3.458 3.175 5.460 10.228 

注：***p < 0.001，**p < 0.01，*p < 0.05，✝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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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认知重评在抑郁和焦虑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PROCESSv2.16.3model 4 探究抑郁、焦虑在认知重评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如图 2)。研究

发现，认知重评可以显著负向影响抑郁(β = −0.303, p = 0.004)、边缘性负向影响焦虑(β = −0.193, p = 
0.075)，显著正向影响积极情绪(β = 0.225, p = 0.013)。抑郁可以显著负向影响积极情绪(β = 0.303, p = 
0.008)、生活满意度(β = −0.314, p = 0.016)以及主观幸福感(β = 1.329, p < 0.001)，可以显著正向影响消极

情绪(β = 0.711, p < 0.001)。焦虑可以显著负向影响积极情绪(β = −0.299, p = 0.007)、主观幸福感(β = −0.614, 
p = 0.010)，显著正向影响消极情绪(β = 0.163, p = 0.044)。 
 

 
注：***：p < 0.001，**：p < 0.01，*：p < 0.05，✝：p < 0.1。 

Figure 2.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road map of mediating effect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图 2. 认知重评与主观幸福感：抑郁和焦虑的中介效应路径图 
 

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 认知重评可以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 PA 子维度；2) 认知重评可以以抑郁为

中介，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因子及 PA、NA 和 LS 分维度；3) 认知重评可以以焦虑为中介，间接影响主

观幸福感因子及其 PA 分维度(见表 2)。 
此外，就模型 a 而言，抑郁在其中所起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4.53%，焦虑在其中所起的中介效应

占总效应的 15.47%；就模型 b 而言，抑郁在其中所起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82.38%；就模型 c 而言，抑

郁在其中所起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 36.82%；就模型 d 而言，抑郁在其中所起的中介效应占总

效应的 45.02%，焦虑在其中所起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3.21%。 

4. 讨论 

在当代中国高中生学业生活的背景下，基于情绪调节过程模型探讨了认知重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及抑郁和焦虑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不仅发现认知重评可以直接正向预测高中生的积极

情绪，还揭示出抑郁、焦虑在其中所起的内在中介机制。具体而言，认知重评可以通过降低高中生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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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及三个分维度(PA、NA、LS)，还可以通过降低焦虑水平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及

积极情绪。 
 
Table 2.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表 2. 认知重评与主观幸福感：抑郁和焦虑的中介效应分析表 

路径 Effect (Bootstrap) 
S.E. 

Bootstrap 95%CI 
路径 Effect (Bootstrap) 

S.E. 
Bootstrap 95%CI 

LLCI ULCI LLCI ULCI 

模型 a 模型 b 

直接效应 0.225 0.089 0.049 0.402 直接效应 −0.014 0.065 −0.144 0.115 

C→D→P 0.092 0.051 0.019 0.223 C→D→N −0.215 0.088 −0.403 −0.059 

C→J→P 0.058 0.038 0.002 0.153 C→J→N −0.031 0.026 −0.108 0.001 

总效应 0.375 0.101 0.173 0.576 总效应 −0.261 0.105 −0.470 −0.051 

模型 c 模型 d 

直接效应 0.133 0.102 −0.069 0.335 直接效应 0.372 0.189 −0.004 0.748 

C→D→L 0.095 0.053 0.026 0.251 C→D→S 0.402 0.172 0.120 0.806 

C→J→L 0.029 0.026 −0.005 0.105 C→J→S 0.118 0.076 0.010 0.329 

总效应 0.258 0.105 0.048 0.467 总效应 0.893 0.257 0.381 1.404 

注：C：认知重评，D：抑郁，J：焦虑，P：积极情绪，N：消极情绪，S：主观幸福感。 

4.1. 认知重评与积极、消极情绪 

研究发现，认知重评策略不仅能够直接正向预测高中生的积极情绪、负向预测高中生的消极情绪，

还能够通过降低抑郁、焦虑进而间接预测高中生的积极、消极情绪。综合前人的研究可知，发生抑郁、

焦虑障碍会对个人的身心健康、工作学习水平、社交能力及躯体活动有显著的影响，由于对自身身体健

康状况评价较低，且有部分患者的各种社会功能及躯体活动能力下降，会对许多社会功能造成损害，造

成诸如不能正常学习，无法与他人正常交往等影响(岳莉莉，柏光泽，2013)，由于抑郁和焦虑所造成的这

些影响，均会对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造成严重的打击。崔向军等人(2012)的研究也显示，情绪调节中重新

评价策略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表明重新评价策路的使用有利于减少抑郁情绪，重新评价可以带给人们

积极的情绪，使他们更有信心和动力面对挫折和困难，有利于解决问题减少抑郁的发生。因此，调整抑

郁和焦虑状态，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也能得到改善。 

4.2. 认知重评与生活满意度 

研究发现，认知重评策略不能直接预测高中生的生活满意度，该结果与陈琴，王振宏(2014)研究结果

一致。研究还发现，认知重评不能通过抑郁、焦虑间接预测其生活满意度。这可能是因为生活满意度的

本质是个体对于生活的整体感受的认知(Diener et al., 1985)，这种整体性的感受不止受到情绪的影响，还

与父母教养方式、自尊等因素有关(Milevsky et al., 2007)。因此，认知重评并不能仅以抑郁和焦虑为中介

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4.3. 认知重评与主观幸福感 

研究发现，认知重评不仅能预测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还可以以抑郁、焦虑为中介，间接预测高中

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此结论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符(白杨，王佳宁，2018)。根据情绪调节过程模型(G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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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重新评价策略的使用发生于情绪反应倾向被激发之前,主要通过改变对潜在的情绪引出性情境的解

释来改变该情境所带来的情绪影响，并通过使用该策略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李中权，王力，张厚粲，

柳恒超，2010)。此外，综合前人的研究可知，发生抑郁、焦虑障碍会对个人的身心健康、工作学习水平、

社交能力及躯体活动有显著的影响，由于对自身身体健康状况评价较低，且有部分患者的各种社会功能

及躯体活动能力下降，会对许多社会功能造成损害，造成诸如不能正常学习，无法与他人正常交往等影

响(岳莉莉，柏光泽，2013)，由于抑郁和焦虑所造成的这些影响，均会对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造成严重的

打击。相应的，调整抑郁和焦虑状态，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也能得到改善。 

4.4. 局限与展望 

本次研究的被试全部是高中生，所以研究的结果只能适用于中国的高中生，我们期望在未来扩大被

试群体，去探究本次研究的结果能否进一步推广到更大的群体中。此外，认知重评是 Gross 提出的两种

最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之一，另一种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是表达抑制(Gross, 2002)，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

制，本次未纳入对于表达抑制这种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所以在情绪调节策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这个

领域内，我们期望在未来能够进一步探究除认知重评之外的情绪调节策略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而

完善相关的理论。 
尽管研究存在以上局限，但前人大多将认知重评视作中介变量而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王力，张厚

粲，李中权，柳恒超，2007；周浩，周倩羽，2022)，而没有对认知重评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的其他中

介变量做出探究。本次研究旨在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将焦虑和抑郁视作认知重评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

中介变量，更进一步得出了认知重评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此外，本次研究结果对高中生

的心理健康教育也有所启示。高中阶段是诱发心理问题的敏感时期，关注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是社会

和时代发展的需要，而根据前人的研究发现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王晓

娜，2021)，本次研究则为如何提升我国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打开了新的思路，即教师可以着力培养高

中生的认知重评的能力，同时对高中生的焦虑和抑郁状态进行良好的疏导，进而改善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最终达到提高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的目标。 

5. 结论 

1) 认知重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高中生的积极情绪。 
2) 认知重评可以通过降低高中生抑郁水平进而提升其整体主观幸福感水平。 
3) 认知和重评可以通过降低焦虑水平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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